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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谐之人”到“审美乌托邦” 

——现代性视域下洪堡、歌德和席勒的教育观 

 

杨明强 卢迎伏 

 

摘 要：魏玛古典主义不只是一场局限在文学领域的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教育运动，因为它的代表

人物歌德、席勒和威廉·洪堡也深入讨论了作为现代性问题的教育；三人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立足于

现代性的分裂状况，以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的古希腊人为参照，希望通过向古希腊人学习以重新达到人

类的完善。如果说歌德和洪堡希望通过审美教育来达到和谐之人的目标，席勒则在个体完善的目标之

外还有一个更为宏伟的政治规划，即以处于游戏状态的审美之人为基础设计一个审美的王国，而这一

教育目标的差异也表明魏玛古典主义的核心成员之间思想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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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文科、新理科、新医科、新工科和新商科”等新词屡屡见诸国内媒体，

这些术语无疑表达了对当下专业化分工教育之弊的反思。其实，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单是

一个中国问题，它乃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以现代教育的发源地德国为例：2019 年 11 月 20

日，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赛德尔（Carlos Collado Seidel）在《南德意志报》的网站上发

表一篇题为《用人来取代机器》的文章，作者认为： 

 

以实用为导向的专业知识和快速获取职业能力的教育（Bildung），极大地损

害了大学塑造人之人格的任务。教育的红利成为高校管理的终极目标。[……]同

时，公司的管理层又在抱怨高校毕业生缺乏成熟的心智和智识上的灵活性，也由

此缺乏能创造性成功应对急剧变化的经济状况的必要能力。（Seidel, “Menschen 

statt Maschine”） 

 

如果说洪堡时代以“育人”为目的的教育理想因被压缩成为普鲁士专制的国家机器培养驯

服的工具而中断，那么现今的德国大学教育则面临着向经济俯首称臣的巨大压力。面对这

一困境，赛德尔提出回到洪堡的教育理想（激活人身上的各种能力以培养具有自主人格和

个性的人），真可谓抓住了教育改革问题的肯綮。而正是由于洪堡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的

奠基性地位，才使得人们一谈及教育问题就要“回到洪堡”。 

此前，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1960 年）就已强调了洪堡（歌德）

时代“教育”观念的现实意义：“在教育（Bildung）这一概念里，我们可以最明显地感觉

到一种影响深远的精神转变，这一转变使得歌德的时代对我们来说始终如同在当下。”

（Gadamer 15）歌德和席勒的合作在 1794 年开启了“魏玛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

时代，威廉·洪堡不仅早在 1789 年便与歌德和席勒相识于魏玛，而且又于 1794 年搬家到

耶拿从而与歌德和席勒的交往更加紧密。洪堡虽较歌德和席勒年轻，但因他早年接受了全

面的启蒙教育，故能在哲学和文学等领域都能与二人互相砥砺。提及魏玛古典主义的文化

成就，国内学者大都知道在文学上双峰并峙的歌德和席勒，而很可能不太清楚洪堡因其在

唯心主义哲学、魏玛古典主义、现代科学和政治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被誉为魏玛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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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主义在哲学和美学领域的“探路人”（Wegbegleiter）。此外，洪堡又因常以私人或普鲁士

官员身份在罗马、巴黎、维也纳和伦敦等地传布魏玛古典主义的精神，而被称为魏玛精神

在欧洲的“信使”（Botschafter）（Borchmeyer 300）。 

具体到本文所要重点探讨的“教育”（Bildung）问题，歌德、席勒和洪堡均是不容忽

视的里程碑式人物——歌德不仅在植物学、动物学和颜色学等领域对自然界的“塑形”

（Bildung）问题均有创获，其《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更是对日后文学史和思想史影响深远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之典范；席勒的《审

美教育书简》中所揭櫫的“审美教育”理念则引发出从德国浪漫派、叔本华、尼采到海德

格尔、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德国思想史上一股势头强劲的审美主义潮流；而洪堡则以其“完

人的理念”和大教育改革家的形象在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声名。 

如果抛开后世对歌德、席勒和洪堡不同接受路径的论证而回到“魏玛古典主义”这一

起点，我们便可发现三人对教育问题的讨论不仅有着相同的社会历史语境，而且他们在对

时人的现实生存境况做出病理性诊断后，又都求助于古希腊的完美理想以展开对现代理想

人格的设计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目前国内学界对三人之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的价值和问

题均缺乏整全深入的清理。有鉴于此，本文从如何反思和应对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来

省思歌德、席勒和洪堡的教育思想，以期显明三人的教育思想所面对的现代性问题域，探

讨他们以教育问题为中心来设计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以及廓清他们的教育思想间

所存在的张力关系。 

 

一、 作为现代性问题的“Bildung” 

      

依语境不同，作为名词的德文单词“Bildung”可在中文语境中被理解为教育、发展、

塑形、塑造、修养、修身和教化等诸多含义，虽然这些衍生的词语内涵繁复，但却都关乎

“教育”。①若从词源学出发考察“Bildung”一词，可知其词根为名词“Bild”（图像）。在

基督教神学中，Bildung 意为根据某种带有神性的“原始图像”（Urbild）去打造某种东西，

被打造而成之物即为原图像的“拓像”（Abbild）（Schlüter 913），比如神依照自己的形象创

造了人，由此人即是神的肖像（Ebenbild Gottes）。这一内涵日后也进入了德语的日常表达，

比如在现今的一般语用中，“Bildung”通过其动词“bilden”和“sich bilden”表现出来的

最重要的内涵是指“通过外在的影响给某物以形式，或者按照某个模子给某物塑形”

（Vierhaus 509）。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将“Bildung”和神秘的宗教经验相勾连，强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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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对上帝感应能力的培养；而 17 世纪中叶以来的虔敬主义（Pietismus）则注重信徒虔

敬的宗教体验和个体的内在性，并给该词加上前缀“Gemüt”而构成新词“Gemütsbildung”

（心灵修养）。在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那里，“Bildung”一词多指

精神和灵魂的塑造，意为给上帝赋予的内核予以形式；植物学家兼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则把莱布尼茨塑造概念的内涵进一步自然化，认为

“Bildung”是给生物体与生俱来的“塑形冲动”（Bildungstrieb）赋予合适的形式（Bollenbeck 

103）。以上即是“Bildung”一词在前现代语境下的大体内涵。 

进入现代启蒙时期后，德国思想家对该词的探讨更趋热烈。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在讨论启蒙问题时认为“教化”（Bildung）、文化和启蒙大抵是同义词，均

指“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修正；是人类为改善其社会状况努力与劳作的成果。[……]教化体

现在文化和启蒙之中，文化注重实际的层面，而启蒙则更注重理论的层面”（Mendelssohn 

115）；而在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那里，“教化”（Bidung）是一个整体的历史

进程，不仅意味着对人性的促进，它更被提升到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塑形”（Bildung）

的层面（Bollenbeck 120）。可以看出，从注重个体外在形态的塑造到神秘内心世界的修养，

进而关乎自然、人类整体和社会生活的历史，“Bildung”一词的内涵真可谓无所不包，但

需要显明的一点是，上述内涵均非“Bildung”一词在现代语境下的主要内涵。因为在文化

上对现代德国人的心灵产生重要影响的“Bildung”一词之内涵主要由魏玛古典主义的歌

德、席勒和洪堡三人所提供。随着后续的思想家如费希特、诺瓦利斯、黑格尔和尼采等人

对该词的持续探讨，不仅造成了现代德国人对“教化”的重视，在现代德语知识界甚至还

诞生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教化宗教”（Bildungsreligion）思潮。由此，“Bildung”一词方成

为德语思想文化的核心词汇，它所关涉内容就不再是简单的学校教育或职业教育问题，而

是“与教育、整个教育部门，与人、人性、社会和国家的思考讨论相连”（Vierhaus 508），

其内涵也因众多思想家的介入而被打上哲学、审美、教育以及意识形态的深深烙印。 

毋庸置疑，因教育的对象乃是人，故若想要设计一套恰切的教育方案，就必须对人的

生存境况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究其本质而言，教育一词在德语中的内涵变迁史所揭示

出的其实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人之存在境遇的变化。现代人的存在境

遇首先面对的是社会结构的大转型，即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所说的由前现代

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是从“阶层社会”（stratifikatorische Gesellschaft）向“功能社会”

（funktionale Gesellschaft）的转型（Luhmann 7）。首先，在此一转型过程中社会依照目的

合理性的原则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科学和教育等不同的功能系统，这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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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追求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为鹄的，并在系统自身内部寻求其存在的依据，由此便使

得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趋复杂和紧张。其次，现代性更与人自身的价值问题相关，即现代

性不只关涉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知识等事物的转变，它更重要的乃是“人本身的转变，

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精神等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本身的转

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刘小枫 19）。质言之，经过整体社会理性化过程的“祛

魅”（Entzauberung）（Weber 612），最高的价值裁判者隐退了，社会整体变得世俗化，而

人的价值中心也从彼岸转到了此岸。要之，现代教育必须面对上述两大基本问题，即现代

人如何应对不断分化的现代社会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对人性的塑造来整合分崩离析的社会

图景。 

若是从“古代”和“现代”相比较的视野出发，现代教育的问题就可得到一个更为清

晰的呈现。无疑，古代社会由严格的阶级划分构成，在阶级社会中人的身份由“家庭”所

属的阶级所决定，个体从属于前者而没有独立的地位。因此，德语中凡带有前缀 Idio-（个

人的，个体的）的词语长期都只有贬义的内涵，换言之，在前现代社会，脱离所属的共同

体去寻求“原创性”（Originalität）的行为非但不受赞赏，反而会被认为是愚蠢的行径（Frank 

4）。由此，与重视个体价值、以反思和抽象为原则的现代教育相比，前现代社会对个体的

教育则主要是以家庭为场所进行，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典范的模仿而将不断传承的规范

原则“内化”，以达到人之社会化的目的。因前现代社会的家庭在社会中有其固定的位置，

故作为家庭附属物的个体所拥有的人格也必然与此环境相契合，此即卢曼所说的“内含

式 个 体 性 ”（ Inklusionsindividualität ）， 它 与 现 代 社 会 的 “ 排 斥 性 个 体 性 ”

（Exklusionsindividualität）相对（Luhmann 160）。换言之，现代个体不再是小共同体的附

属物，他们互相之间具有平等的身位性，同时又因由启蒙所带来的社会整体语境中神学

世界观的解体而失去了超验价值的支撑，由此使人转向在主体内部寻求个体的价值。显

然，“排斥性人格”生成于现代社会互相独立的功能系统的结构，即人不独属一个系统，

而是必须同时与多个系统打交道，因而形成了“混杂的人格”。  

与卢曼对现代社会系统的陈述性论说不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认为由于

市场机制和政治权力对非市场化的“生活世界”（即价值和制度领域）的殖民，由此导致

了人内在性的削弱、人的单向度发展以及最终的“个人的消亡”（Habermas 408）。细言之，

随着社会宗教一体化的西方传统社会的解体，劳动的分工和科层化的政治将人纳入其结

构系统中，使人成为系统中可被随意替换和执行某一功能的毫无个性的零件，“完整的人

性”便由此被割裂了。虽然歌德、席勒和洪堡三人均对此有极为敏锐的察觉，但最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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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无疑是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六封信中对现代性分裂的论断，而它也是歌德、席勒

和洪堡思考现代教育问题的共同出发点（Bollenbeck 152）。席勒在该信中指出，虽然现代

人的成就得之于“区分一切”的知性，但也正是知性造成了现代文明的创伤，“只要一方

面由于经验扩大和思维更确定因而必须更加精确地区分各种科学，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这

架钟表更为错综复杂因而必须更加严格地划分各种等级和职业，人的天性的内在联系就

要被撕裂开来”（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229—230）。此一现代性批判的要点有二：首

先，在个体的心性层面，知识的积累使得知性要求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自然、知识与信

仰、感性与理性等层面做出严格的区分，这就导致了人与自身、他者和自然之间原有的亲

密无间的和谐统一状态被区分一切的知性拆解得七零八散，个体心性的完整统一也便不

复存在。其次，在实践层面，因知性的原则主导着劳动的分工和政治的科层化，而知性又

要求将对象进行准确的区分和对目的进行精准的设计，这便导致了在实践领域中对职业

教育的重视——使人去适应现代的专业分工，从而使人成为工具化的存在。总之，个体内

在心性的分裂与实践层面的职业分工其实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其后果是人被束缚在社

会系统的某个碎片上而隔绝于社会的其余部分，“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

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人的“完整的天性”由

此被淹没而仅仅沦为“职业和专门知识的标志”（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231）。 

那如何解决上述“分裂”的问题呢？歌德和席勒都拒绝了法国大革命那种以暴力解决

问题的路径。具体而言，作为“温和自由派”的歌德主张以渐进的改良来清除社会的弊端，

因为改良既能促进社会的革新还能保存旧有制度中好的因素（Eckermann 692—693）。而

法国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也让原本激进的席勒与歌德形成了“反革命的审美同盟”

（antirevolutionäres ästhetisches Bündnis）（Borchmeyer 292），即转向在审美中寻求解决之

道。在为《季节女神》（Die Horen）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席勒先批判了当时德国社会中

政治观念、利益和党派斗争无处不在，后自道这份看似不合时宜的刊物之目的是“要把因

政治而分裂的世界，在真理和美的旗帜下重新统一起来”（Schiller 1001—1002）。换言之，

培育人的感觉功能的“内在革命”比“外在革命”更为紧迫，因为它致力于人感知能力的

彻底改变——而只有当内心的自由成为现实，人才能摆脱自然和理性的专政，政治的自

由才有可能实现。席勒认为培养人的感觉的恰切途径就是“美育”，“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

政治的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席勒，《审美教

育书简》 211），而在整个美育过程中始终要以古希腊的“理想人”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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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希腊“理想人”的现代意义 

 

歌德、席勒和洪堡对时代状况和现代人性分裂的反思以“理想人”为基础，这一形象

既是他们批判的参照，也是他们教育（Bildung）理想的最终目标，而这一“理想人”即

理性和感性发展和谐一致的古希腊人，由此我们方可理解为何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会如此

推崇古希腊。比如，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对古希腊造型艺

术的著名断语“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Winckelmann 45），绝不仅一种审美的理想—

—它所揭示出的具有优美的心灵和头脑，与自身、自然和世界和谐地融为一体的理想人

格更是一种教育理想。自温克尔曼以降，1770 年到 1830 年间的大批德国文人一道引导出

了一股推崇古希腊文化的热潮，使得完美的古希腊人格成为后世理想教育目标之矩镬，

如海勒（Christian Gottlob Heyne）、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莱辛、维兰德、赫尔

德、歌德、席勒、洪堡、荷尔德林和尼特莫尔（Friedrich Philipp Immanuel Niethammer）

等都曾对这一理想的古希腊进行过阐发。为了与推崇古罗马文化的人文主义相区分，教

育史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将这一潮流命名为“新人文主义”（Neuhumanismus）

（Blankertz und Matthiessen 1092—1103）。新人文主义者们共同分享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

有关古希腊和古希腊人的集体想象，比如诗人维兰德认为古希腊人的目的首先是成为一

个人，他们的教育（Bildung）致力于培养人“高贵的单纯和自在的优雅[……]，自然、

人性和礼节[……]，天分、精神和力量”，正是这些优点把自由、高贵的人与奴隶和动物

区分开（qtd.in Vierhaus 518—519）。无疑，这种对古希腊人和谐完满状态的描述与现代人

碎片化和功利化的生存现实构成一个巨大的反差，而前者正应是一种应然的存在。故而

歌德在《古代与现代》一文中也说“希腊人是我们的起点和终点[……]。每个人都应该以

自己的方式成为希腊人！但他应该做希腊人”（歌德，《论文学艺术》 263）。  

质言之，歌德、席勒和洪堡心中的古希腊“理想人”是一个自我持存和自我完善的个

体，即他能主动地寻求塑造和完善自身，这一“理想人”无疑正是摆脱宗教束缚、寻求主

体自立的启蒙精神的写照。从具体的思想谱系上来说，歌德和洪堡关于人的塑形（Bildung）

的观念均受到过植物学家布鲁门巴赫的启发。布氏反对以神正论为根据的“形式前定论”

（Präformationismus），认为植物、动物到人的生长变化都源于其天生的“塑形冲动”

（Bildungstrieb），这一内在动力是生物体本有的特征，它决定着有机体的出生、成长和繁

殖（Blumenbach 27，70，74）。歌德和洪堡将这一生物学的概念与康德审美判断力批判中

目的论判断对有机物自为目的的强调结合起来，从而把布氏的主张扩展到人类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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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ier 60）。布氏关于“自主的生物体”的观点也与康德的“有机物内在合目的性”的观

点相通，比如康德认为在一个有机的自然产物中，“一切都是目的，同时也互为手段”（Kant 

740）。歌德则进一步发展了他们关于生物体内在价值的观点，认为植物最终的成型有它

最初的“模型”（Muster），也即“原型植物”（Urpflanze）（Goethe 285—286）。从“原型”

到最终“成型”过程的动力即是布氏所言的生物体的“塑形冲动”，而人作为自主个体，

更可以有意识地组织器官的功能，“动物为身体器官所驯服，人驯服他的器官”（Göthe-

Wörterbuch, Band II 275）。布氏生物学“塑形冲动”和康德所强调生物体自主特征的观念

也影响了洪堡，比如洪堡把“冲动”（Trieb）看作世界运转的原动力，它只为自身的延续

而存在，它是自为的而非受动的存在，生命的形式由它确定，存在的多样性取决于生命冲

动的多样特征。同时，这一“冲动”又兼有物质和精神的特性，它一方面在身体组织上创

造形体，另一方面又能给观念（在艺术和语言中）以形象的显现（Humboldt, Band II 67）。

洪堡将上述生物学观点引入其人学观念中，认为我们需要看重个体的独立性和内在性，

并称人的内在力量为“人最优先的、唯一的美德”（Humboldt, Band I 133）。虽然席勒对个

体内在性的强调比歌德和洪堡更为理论化，但其思想内核仍然与二人有一致之处。席勒

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把人的心性进行了高度抽象后，从中分离出不变的“人格”（Person）

和变动不居的“状态”（Zustand）（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260—265）。“人格”亦具有

自我塑形的冲动，它是一个绝对的、以自身为根据的存在，“状态”的变化在时间的序列

中进行，同时它需要有一个保持恒定的东西（即人格）作为依据，所以席勒说“人自己本

身就是自己状态变化的原因，甚至是绝对的最终原因，他可以根据自己本身的原因而改

变自己”（席勒，“论秀美与尊严” 129）。   

为了满足人在精神上的“塑形冲动”，就需在自身以外寻找合适的对象为效法楷模，

以便使“思想的形式”借助“外在的对象”来塑造自身。歌德、席勒和洪堡从古希腊人性

的完整与现代人性的破碎这种古今之别出发，提出德国人可以通过“学习古希腊”来重新

达到人的完满状态的宏大设想，此即“魏玛古典主义的文化规划”（Kulturprogramm der 

Weimarer Klassik）（Kuhn 854）的关键。他们认为古希腊人有着美好和向上的“教养”

（Bildung），其个体人格和民族性格与塑形冲动的完美合一不仅是现代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所以古希腊人的天真和丰富既是让现代人蒙羞的存在，也是衡量现代民族的一个标尺。

席勒说古希腊人“是我们的竞争者，甚至常常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他们既有

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

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之中”（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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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进而言之，古希腊人个性的和谐让他们中的单个人都有资格代表其时代；而现代人

因天性的内在联系为理性的过度发展所撕裂，即使其个体的单项能力远超希腊人，但正

是这种个人能力的畸形发展使他无法与希腊人在个人层面争夺“人的价值”。歌德亦赞同

向古希腊人学习，认为学习的对象应是古希腊的文学艺术，因为它们是获取“更高修养

（Bildung）的基础”（Goethe-Wörterbuch, Band IV 470）。古希腊的艺术作品能激发人内

心追求的欲望，“去研究和模仿人体的比例、形式和特征，以此来向完美的艺术品接近”，

它们用感性和形象化的语言触发人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这种感性的方式抓住了人的“感

情和想象力，它夺去了我们的自由,[……]它迫使我们完全陶醉于它，我们经过提高和改

造以后又靠它来维持我们自己”（歌德，《论文学艺术》 55—56）。显然，歌德试图在自身

与古代之间建立一种积极互动，即通过理解古代来塑造现代个体的个性，他甚至还以其

精神导师温克尔曼亲赴罗马以完成自我“教育”（Bildung）的行动为榜样前往罗马研究希

腊艺术，去追求其个体“教育”（Bildung）的完满（Boyle 449）。② 洪堡也认同席勒关于希

腊人的观点，不过他对古希腊人的理解则是在一个更广阔的人类学视野中展开，即“人的

研究”（Das Studium des Menschen）——通过对“所有国家和时代的民族进行研究和比

较”（Humboldt, Band II 9）去展示最为崇高而和谐的人性，并为塑造完整的人性寻找模

范。洪堡比较研究的结论是，“古希腊不仅是一个从历史认识角度来说有用的民族，而且

更是一个理想”，而古希腊人之所以能达到完满，首先是因为他们懂得让追求纯粹和完善

的内在“塑形冲动”做主导（Humboldt, Band II 65—67）。在《论人的教育》（1797 年）一

文中，洪堡将整个外部世界都纳入塑造完整丰富人性的视野，即通过寻求和世界建立“最

广泛、最活跃和最自由的互动”（Humboldt, Band I 235—236），从而用外部世界的生动性

和丰富性来塑造人的精神和感官，强化其内在能力，以便让天性更自由地发展。塑造和谐

完满人性的更重要途径不是与跟自然的互动，而是学习古希腊文化和艺术，因为古希腊

人的感觉和想象力不仅在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有非同寻常的发展，而且在其文明的晚

期阶段也还保留着可贵的简单和质朴——保留着原初高贵的人性（Humboldt, Band II 18-

19）。由此，我们不应采取一种学究式的静观方式去研究古希腊人，而是要以对人个性的

全面发展为出发点，使自己与对象同一。这也与洪堡对“创造美”的理解相一致，即美是

对一个对象普遍、必要和纯粹的喜欢，它不由概念引起，而是对主体能力的要求，它涉及

感受者最充分个性的全部心理情绪，因而谁若是要去创造美，那就必须使“自己的本质在

最细微和丰富的层次与美趋于同一”（Humboldt, Band II 5）。 

要之，歌德、席勒和洪堡均认为个体的“塑形”（Bildung）是一种源自主体的动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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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行为，其目的是全面展现个体天生的内核以达到个体个性的完满与和谐；并且，在此塑

形过程中我们应以古希腊人为榜样和目标。正是由此出发，他们认为“教育”不应是单纯

发展人片面能力的职业教育，或者仅是把人变成国家机器驯服的工具，因为人真正的目

的乃是“最大程度且最均衡地把他的力量培养（Bildung）成为一个整体”（Humboldt, Band 

I 64）。比如，洪堡强调人的平等，尊重个体价值，认为按日付工资的雇工和受过良好教育

人都源于同样的心灵，所以完整人性教育的对象应是每一个人——不论其阶级、职业、性

别和种族都应被一视同仁（Lauer, „Das humboldtische“ 247）。因为人的教育若是从某种职

业开始，那他从一开始就会“使自己变得单一，并将永远不能达到灵巧和自由。这种必要

的灵巧和自由让人不是在工作中机械地模仿他人，而是促进他自己的提升和进步”

（Humboldt, Band IV 218），故而“全面的人的教育”应先于“职业教育”，因为个人不能

在尚有充分发展空间的时候便被纳入固定的轨道而沦为片面工具化的存在。这便不难理

解，歌德为何会在其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安排市民阶层出身的主人公威廉

“从小就有要塑造自己的冲动”，并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和谐个性。在给连襟维尔纳的信中，

威廉有意比较了贵族和市民阶层的教育——前者重在培养完整和谐的个性，所以世界对

他们处处通达，但对平民来说： 

 

一个平民只能去做事，以最大的辛苦培育他的精神；他尽可如其所愿地去做，

但他却丧失了个性。[……]后者应该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他应该培养专门的能力，

以便成为有用之才，因为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认为在他的本质里就不存在也不

可能有各种才能的和谐，所以他为了按照一个方式把自己培养成有用之才，就必得

放弃其余的一切（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 266—267）。 

 

威廉出身的市民阶层追求实利，将教育的目标定为把人变为有用之人，显然这种教育并

不注重人的个性，所以威廉才会离开商人家庭的小市民圈子去大世界中寻求通过艺术和

与他人的交往来塑造和谐的人性。 

 

三、 艺术教育的功用：个体完善与审美乌托邦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歌德、席勒和洪堡确如上文所说都极为看重艺术教育之于人性塑

造的功用，但在艺术对人性的教育问题上，歌德其实与洪堡而非与其文学事业密友的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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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更为接近。 

洪堡看重宗教和艺术对人性之教育的作用，尤其青睐没有教条的宗教和没有上帝信

仰的道德，即他是从神人同性的角度来理解宗教的。他认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源于人

对自己身体力量的理想化，人把经过雅化后的拟人化的感性美放在了神明的宝座上，由

此便形成了宗教，因此宗教和艺术同源，它们展现的乃是人精神的崇高，其目的乃是培养

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完美（Humboldt, Band I 113）。在《论宗教和诗对促进道德教化的关系》

一文中，洪堡探讨了“诗”（广义的文学）对人的教化（Bildung）作用，认为诗在形式上

通过想象力的装饰和有韵律的修辞拉近了真理和律令的距离，而诗在内容上则寻求高贵、

纯粹和美，给人的自然添上高尚和精神的内涵，让他在低贱和平庸面前获得自主和尊严

（Humboldt, Band I 563—564）。因此，宗教真理的最高形式就可以在诗中找到，而诗能接

触的最高尚和深刻的领域便是宗教，因此诗和宗教是个人修身和提升人的尊严的最好途

径。 

歌德与洪堡一样也试图在审美中寻求保存人性的途径，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激荡使

整个欧洲都臣服于政治纷争之时，审美给人提供了感受和体验完美人性的平和途径——

它带来的欢乐让我们挺直身体，并重新找回做人的尊严（Sanfranski 39）。当艺术和人照面

时，“艺术作品必须对人这个整体讲话，它必须与人丰富的统一性，与人统一起来的多样

化相适应”（歌德，《论文学艺术》 94）。借助这种方式，人潜在的可能性得到激活，从而

获得新的统一性。比如，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里的威廉在戏剧艺术中去寻求

获取和谐人性的途径——他通过在舞台上对贵族举止和生活方式的模拟习得协调人的精

神和肉体方法；换言之，舞台上的表演给了威廉以一种替代性的贵族生活形式来达到人

性和谐的教育。此外，歌德在《浮士德》的“海伦剧”中再次探讨了艺术与人如何互动的

“审美教育”论题。剧中的古希腊、艺术和海伦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古希腊美女海伦即是

美的化身。浮士德以具有骑士精神的风度翩翩的国王形象出现在海伦面前，他奉海伦为

主人，向她献出爱情和忠诚，下跪并请求亲吻海伦之手（歌德，《浮士德》 519），而非像

在《浮士德·第一部》中初见格雷琴时那般出语孟浪：“这个可爱的妙龄女娃/如果我今夜

不能搂抱她/我们在午夜就分道扬镳。”（歌德，《浮士德》 144）“海伦剧”中的浮士德身

上既有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克己、中世纪的骑士风度和宫廷的典雅，也有文艺复兴以来

对人的自律要求等品质，即他能够用道德的力量来抑制自身冲动和欲望，是高贵而有尊

严的人性的典范（Jochen 245—247）。不过即便如此，浮士德的人性仍有待于通过美来升

华，故歌德让浮士德与海伦结合以表达整全而完美人性得以实现的寓意。这个牧歌世界



 

 12 

以美为价值的基础，也正是通过美，现代分裂的人性消失不见了，人甚至成为可以与神比

肩的存在： 

所以阿波罗化为牧人之姿, 

最美的牧人就像他一样; 

只要纯粹的地境受自然统治, 

一切世界都沟通交往。（歌德，《浮士德》 534） 

席勒与洪堡和歌德一样，都盛赞古希腊理想人身上“起的作用就是一个未被分割的感

性统一体，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感性和理性、感受性的和自主性的能力在他们的活动之

中没有分开，更没有处在矛盾之中”（席勒，“论质朴和多情的文学” 448），现代人应以

古希腊人为学习的榜样。尽管如此，席勒不同于歌德和洪堡之处在于，他还认为现代人的

分裂不可避免。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古希腊人的想象力和知性都处在一个有限

的阶段，所以他们的完满也有其限度，故而古希腊艺术实乃一种有限制的艺术。随着知识

的积累，现代人为了追求对对象更为明晰的认识，心性的分裂乃是一种必然。因此，席勒

认为要解决现代性分裂的问题，就需要一种“美的艺术”，而“美的艺术”绝非像洪堡和

歌德所认为那样仅是特定的艺术作品和艺术门类，而是指“审美的教育和交往”

（Borchmeyer 286）——即以审美状态为中介的人际交往。我们知道，席勒在《审美教育

书简》中认为人身上有要求变化的“感性冲动”和要求恒定的“形式冲动”。感性冲动源

于人的自然天性，它诉诸人的感官和直觉，要求主体直观感受其对象；而形式冲动则源于

人的理性，它体现为主体对抽象的逻辑和形式的把握和运用，并要求主体运用反思的能

力从想象中创造对象。当一种理想的状态出现时——即人同时感到他的自由和生存、感

到自身精神和物质的并在，两种冲动便互相为对方奠基，从而形成第三种冲动——“游戏

冲动”。游戏冲动是实在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受动与自由的统一，它力争“要这样来感

受，就像自己创造一样，力争要这样来创造，就像感官在感受一样”（席勒，《审美教育书

简》 280）。游戏状态中的人处于审美判断中知性与想象力和谐一致的状态中，他因同时

摆脱物质的强制和理性的专制而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获得自由，故而能自由地创造和

感受。这种处于游戏或者审美状态的“自由的人”（“审美之人”）既是人的目的，也是人

的最高价值状态。席勒将此状态称为“广义的美”，且认为只有这种状态中才能实现真正

的人性，“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人”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288）。显然，“审美之人”被赋予了一种富有宗教色彩的创世

者色彩，因为能同时创造并感受世界的无疑只能是一个最高的存在者。 



 

 13 

席勒不仅以处于游戏状态的“审美之人”取代了歌德和洪堡的以古希腊为模范的“和

谐完整的个人”，而且他还进一步将“审美之人”看作一种普遍化的价值要求，由此便衍

生出他的审美国家理念。换言之，席勒的“审美之人”在强调人的和谐个性之外，还有着

明确的社会政治内涵，即审美自律所预设的人的完满状态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应该成为一

种伦理的要求，而艺术经验一旦从审美领域进入交往领域则演化为政治和社会理论中的

审美主义（吴兴明 18）。无疑，席勒借助于“美的艺术”不仅期望以之仅达到人性和谐的

目标，他还试图把源于艺术审美经验的审美价值作为社会批判和新的政治共同体建构的

价值基础，从而建立一个“美的假象王国”以解决现代分裂的危机。他认为只有在美的王

国中，“人与人只能作为形象彼此相见，人与人只能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相互对立，通过

自由给予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席勒，《审美教育书简》 369）。简言之，席勒认

为在经历了现代理性文化所导致的痛苦分裂后，应以本体化的审美价值为基础来解决由

启蒙理性所导致的现代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如国家与教会、法律与道德习俗、享受

与劳动以及手段与目的等的诸种分裂。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席勒试图以艺术为中介

来解决现代性危机所暴露的巨大问题，“如果艺术想要完成调和分裂的现代性的历史使命，

就不应该只是抓住个体不放，它更应该对个体参与其中的生活方式加以转换，所以席勒

强调艺术应发挥交往、建立共同感和促进团结的力量，强调艺术的公共特征（öffentlicher 

Charakter）”——故而席勒审美政治设想的目的“不是要使生活关系审美化，而是要对交

往关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Habermas 59—63）。唯有领会哈贝马斯对席勒的上述批评，

我们方能理解席勒为何会对洛克和卢梭等人将现代国家制度建构的基础放在由平等个体

的互相妥协而构成的政治实体上的观念大为不满，并进而批评现代国家是没有活力的“钟

表国家”，它对生活在其中的公民来说是一个异己的存在，代议制的国家机构体现的是冰

冷的理性和法则的统治——它们与内在充盈而完满的“真正的人”无关（席勒，《审美教

育书简》 232—233）。 

总之，席勒以处于最高价值状态的“审美之人”来替代契约理论中的“平等理性个体”

作为现实政治设计的基础。从现代政治的法权逻辑来看，席勒的审美之人的意向“所指并

不是展开社会正义、制定社会规则的逻辑起点，而是包含一切价值之总和”，这种整全的

价值拒绝现代社会的系统结构对人价值和权利的层层划分（吴兴明 25），因为人的异化正

是源于现代社会的系统。由此，席勒所论的审美的价值就已经远远越过了和艺术作品相

关涉的审美经验领域，它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中介并进入政治和社会领域，成为审美

乌托邦的价值基础。也正是在此点上，席勒的审美理论与洪堡和歌德的思想出现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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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洪堡认可席勒对个体完善的强调和对现代国家与人互相分离的批判，比如他批判

现代国家过多关心公民的福利、财产和职业能力等外在的正面福祉，认为这些关心不仅

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它造成了外在形式的单调，并阻碍妨碍了外在环境对人身体和心灵

的反作用（Humboldt, Band I 225）。简言之，它不在乎人是什么，人的本性在现代国家的

制度涉及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不过，洪堡没有如席勒那样去给制度建构设计一套高

阶的价值基础，而是认为要想增强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团契以至于形成充满活力的“教

化国家”（Bildungsstaat），重要的是将主动权交给个体的人，而国家只能扮演一个保证个

人的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守夜人”的角色（Borchmeyer 305）。 

同样，作为席勒文学事业和思想上的亲密伙伴的歌德也对席勒这种审美乌托邦的政

治共同体设想并不热衷。因为与席勒的整全解决方案相比，歌德更强调对个体个性的保

护和德国文化多元共生的格局重要，所以他在政治上重视局部的特殊性，而不太看重一

个全能强大的政治实体。唯其如此，方能避免专制暴政的泛滥，故歌德在政治上更倾向于

一种古典共和主义的制度，它以古希腊城邦为模范，强调小邦分治的格局。○3  歌德不仅在

其晚年谈话录中曾多次提及这一倾向，他也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将之一再表达。比

如，《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威廉与剧团成员曾成立过一个“小型的共和国”，他

们不仅一同研讨艺术，而且每个人（包括女性成员）都拥有同等的权利，但这一小型共和

国却很快因为剧团在路上被土匪抢劫而陷入困境（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188—204），在经历过一系列的挫折和剧团成员的倾轧之后，威廉最终离开了剧团。又如

在《浮士德》的“海伦剧”中，歌德把这一审美王国用西方文学传统中代表田园牧歌世界

的“阿卡迪亚”来命名，其构成的基础便是作为美的代表的海伦，但正是这一以美作为价

值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却终结于浮士德和海伦的儿子欧福良那无度的欲望。显然，歌德

在两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通过让“审美王国”败于“现实”的书写，显明了他对席勒式“审

美王国”理念的拒绝。  

 

余 论 

  

歌德、席勒和洪堡对教育问题论述的要旨在于，我们如何反思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生存

处境并为之提供超越分裂的现代性的门径？歌德和洪堡经由对古希腊和艺术的学习为我

们指出达到个体和谐完满的路径，并由此擘画出一幅个体全面发展的理想蓝图，而席勒

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通过“美的艺术”的中介来建立生机勃勃的、以审美价值为中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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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团契（“审美共和国”）的主张。三人的救世理念虽都不可谓不深刻，但却均遭遇了

现实的滑铁卢。无论是歌德一生都待在魏玛公国而服务于一个落后的小朝廷，席勒的审

美共和国在现实中也只是一个个知识界的小圈子中被热议的话题，还是洪堡所主持的教

育改革也随着他任职普鲁士教育部部长仅一年多便卸任而风流云散。可是随着现代工业

化浪潮的不断推进，三人所忧心的现代人之分裂非但未得以弥合，反倒愈演愈烈。 

无疑，相比于歌德、席勒和洪堡所处的魏玛古典主义时代，目前是新观念的不断革新

与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数字时代，它更呼唤一种既能满足更为专业和精细的分工且又能不

断寻求新的综合的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当此中国教育改革的节点上，重提歌德、席勒和洪

堡关于人的教育的理念是有益的他山之石——当我们在不断用新的知识充实人的技能的

同时，切不可忘记教育的根本目乃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以及人的个性和尊严的实

现。正是在此意义上，魏玛古典主义三巨头歌德、席勒和洪堡所强调的具有内在丰富性的

“完整的人”的教育理念更值得我们重视。当然，就“完整的人”这一论题，在歌德、席

勒和红堡这里还不是定论。后来马克思借助其“自由个性”概念对它还有更精彩的发挥，

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逻辑必须经历从“人的依赖性”阶段，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

人的独立性”阶段，并最终达到个人潜能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这一终极目标。（马克

思 恩格斯 4，10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进一步把自由人之间的相互

成就精辟地总结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 恩格斯 46 

上，491） 

 

注释［Notes］ 

 

① 在 18 世纪的德语语境中，“Erziehung”一词常与“Bildung”作为同义词使用，二者的

内涵即使到当代的语用中仍没有明确的区分，比如席勒《审美教育书简》（Über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的书名虽选用了“Erziehung”一词，但书中探讨的仍是美与

“Bildung”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Erziehung”指对人有明确目的的教育——偏于实际

操作的层面，此即当时“启蒙教育学”（Aufklärungspädagogik）和“博爱主义”

（Philanthropismus）所倡导的原则；他们强调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倡导以实践为导向的

知识传播和职业教育，以此促进公共的福祉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当时的德国并不存在

像英国那样成熟的中产阶级，此种强调实践面向的教育反倒在实践中固化了现存的社会阶

级秩序，从而与启蒙所倡导的人的自主和解放背道而驰。相比于“Erziehung”，“Bildung”



 

 16 

的涵义则更为丰富。受从卢梭、沙夫茨伯里到德国新人文主义理论家的影响，“Bildung”

一词强调理性对个体自主和内在性的塑造，即通过艺术和审美，培养人的感性、发展人和

谐的天性，从而最终达到人的完善和整体社会的进步；这便使“Bildung”超出单纯的实践

教育的层面而变为与人性、审美、社会和国家塑造等紧密相连的概念，因此国内学界常将

“Bildung”译作“修身”或“教化”。对于此问题的探讨可详参以下两书：Rudolf Vierhaus, 

Bildung（Art.）, S. 511.和 Georg Bollenbeck, Bildung und Kultur, S. 110-143. 

② 席勒这样评论歌德的意大利之行：“艺术家固然是时代之子，但如若他同时又是时代

的学徒或时代的宠儿，那对它来说就糕了。一个仁慈的神及时地把婴儿从他母亲地怀中

夺走，用更好时代地乳汁来喂养它，让他在远方希腊的天空下长大成人”（席勒,《审美教

育书简》 247-248）。 

③ 歌德关于个性和政治上强调局部政治的描述，详见 Eckermann, Gespräche mit Goethe. 

S. 680-682. 此外，Lauer 在他的文章中则对长久以来德国学界流行的魏玛古典主义不关心

政治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魏玛古典主义存在着一种源自古希腊，经由意大利弗洛

伦萨共和国，再通过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传入德国所孕育的“公民共和主义”

（Bürgerrepublikanismus），它强调财产权、公民的自卫和美德。详见 Lauer, „Das schöne“. 

S. 25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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